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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与惠施“历物十事”
田 宝 祥

摘 要:学界以往研究惠施名辩之学多从“庄惠之辩”的维度出发,然而思想史视域之比较研究显示,

作为战国中期名家代表、名辩思潮核心人物的惠施,其“历物十事”与名辩学说受到《墨经》的影响更大。换

而言之,《墨经》乃是惠施名辩之学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惠施“历物十事”所论“同异”“大小”“高低”以及

“有穷”“无穷”等名辩概念、逻辑命题是对《墨经》与后期墨家的回应或反驳;另一方面,惠施参与百家争鸣、

开展学术论辩的理论方法亦系受《墨经》与后期墨家之启发而形成。较之“庄惠之辩”的诠释进路,将惠施

名辩之学纳入《墨经》与名辩思潮的论域,对于明晰先秦论辩术、逻辑学的思想面貌与发展脉络可谓更有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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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形态之演变在战国中后期最为剧烈,名辩之学亦是如此。就内容而言,诸子百家对名

实问题的讨论不再囿于政治、伦理领域;就形式而言,论辩成为诸子百家思想交锋的重要手段。战国

中后期,但凡重视“辩乎言谈”者,其语言与文本内容中往往蕴含逻辑之自觉,这一点在墨家那里体现

得尤为明显。先秦诸子大多善辩,然而他们对待辩论的态度却各有不同,其中墨家对于论辩最为热

衷,《墨经》即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墨家能在诸子百家中居于“显学”地位,一方面在于“十论”
之政治、伦理思想的独特价值与丰富内涵,一方面则在于论辩层面之方法优势与逻辑层面之理论

优势。
墨家由《墨子》“十论”发展到后期《墨经》,既对名辩概念与论辩方法加以归纳,又对名辩学、论辩

术之语言与思维活动本身予以反思。后期墨家作为墨子学说的继承者,充分发挥集体之智慧,从逻

辑的层面推进了墨学,这便有了中国逻辑史上第一部名辩学著作———《墨经》(也称“墨辩”)。《墨经》
以“辩”为本位确立了论辩活动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类”“故”等名辩概念,总结了“侔”(类比)、“推”
(类推)等论辩方法。到了战国中后期,随着兒说、田巴等稷下辩者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纷纷崛

起,名辩之学的发展迎来了真正的高峰。彼时名辩思潮的形成乃有两大影响因素:一是百家争鸣之

时代气象与历史氛围,二是后期墨家在论辩、逻辑层面之运思与努力。本文的重点即在于考察《墨
经》对惠施的直接影响,论证《墨经》乃是惠施名辩之学形成的主要来源,从思想史的角度讲,这将成

为诠释墨家、名家乃至先秦名辩学、诸子学的重要线索。
比较战国中期之墨家、名家,可知墨家在名辩领域有成熟之作品而无顶尖之传人,名家在名辩领

域有杰出之代表而无系统之作品,因此关于二者之比较研究只能借由《墨经》与惠施展开。惠施(前

370 前310),战国中期宋国人,曾在魏国为相,政治上的贡献在于主张齐、楚“偃兵”以及支持“合
纵”抗秦。作为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施的名辩之学主要见于《庄子·天下篇》之“历物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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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3.天与地卑,
山与泽平。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5.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

谓大同异。6.南方无穷而有穷。7.今日适越而昔来。8.连环可解也。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①

一、“宇”“端”与“大一”“小一”问题

“历物十事”第1条:“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李存山认为,“惠施的‘大一’与
‘小一’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而是宇宙的宏观无限大与微观无限小的统一。‘大一’是一,‘小
一’则是组成‘大一’的无限量的多,一与多统一在一起”②。此说可谓学界以“庄惠之辩”为背景、以自

然辩证法为视角诠释惠施哲学的典范,近年来关于惠施及其名辩之学的研究也基本延续这一诠释方

案。但客观而论,此说尚有追问、澄清之余地,毕竟有一关键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惠施及其名辩之学

究竟源自何处? 学界以往研究惠施及其名辩之学多从“庄惠之辩”出发,判定惠施的名辩之学主要受

到庄子哲学的影响。然而通过“濠上观鱼”等事例,可知庄子与惠施在思维方式、价值立场上差别极

大。再者,同时代的两位哲人究竟是甲影响了乙还是乙影响了甲,在文献考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往往

很难得出确然之结论。
倘若将目光转向《墨经》与后期墨家时,则会欣喜地发现:较之庄子,后期墨家与惠施在名辩领域

的关联更为直接、更为紧密。《墨子·经下》曰:“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③《墨子·经说下》释曰:
“非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斫必半,毋与非半,不可斫也。”④

吴毓江在《墨子校注》中已然指出:“《天下篇》曰‘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义与此相类。”⑤那么不妨分析

一下,《墨经》此语与惠施的“小一”概念、“至小无内”命题何以“相类”。《墨经》此语的大意在于:将一

个物体一分为二(1/2),然后取其一半再一分为二(1/4),紧接着取其一半的一半继续一分为二(1/

8),这样不断切分下去,最后逻辑上总会抵达一个不可再分的质点,这就是《墨经》所论之“端”。《墨
子·经上》曰:“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⑥章士钊有云:“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近人所谓原子、分
子,佛家所谓极微。”⑦《墨经》所讨论的“端”,接近现代数学、物理学所言之原子、分子等提法,即物质

实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借由“端”的讨论,《墨经》不仅直观地触及了“极
限”思维,而且借由“极限”展开了对于有限、无限关系的讨论。《墨经》还探究了“有穷”“无穷”概念,
亦关涉“有限”“无限”的极限问题,对此笔者将在“历物十事”第6条“南方无穷而有穷”处继续展开

论述。
《墨经》将“极限”思维运用于时间、空间问题之讨论,这对惠施“大一”概念与“至大无外”命题之

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墨子·经上》曰:“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⑧《墨子·经说上》释曰:“久,古
今旦暮;宇,东西南北。”⑨这是《墨经》关于“久”(时间)、“宇”(空间)的总体性理解。《墨经》认为,宇宙

虽然无限大,但并不虚无缥缈,可以将它看作不同空间的集合,因为空间是可以把握的,它呈现为不

同的场所、居于具体的方位,所以宇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认识的。《墨子·经下》进一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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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或徙,说在长宇久。”①孙诒让判定“或从土作域”②。关于《墨经》这条文字,谭戒甫的诠释是:“若
以域徙之弥异所,合之所需长徙之弥异时,即可形成一宇宙。”③显然,在谭戒甫看来,《墨经》不仅认识

到宇宙是无限大的,而且感知到时间、空间是连续的、绵延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大致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宇”与“端”乃是《墨经》关于宏观世界无限大与微

观世界无限小的朴素设定,这一设定背后其实蕴含着较为深刻的“极限”的思维观念与方法问题;第
二,《墨经》关于空间的考察与认识基于现实经验而又高于现实经验,换而言之,《墨经》一方面认为

“宇”是客观实在的、因具体空间的存在而存在,但另一方面,由于“异所”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墨经》
也对“宇”的开放性、广延性特征予以肯定。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墨经》所讨论的“宇”“端”以及所体

现的“极限”思维,对惠施提出“大一”“小一”概念以及“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命题可谓具有重要的启

发意义。惠施用“至大无外”定义无限大的“大一”,用“至小无内”定义无限小的“小一”,可说是在《墨
经》“宇”“端”概念以及“极限”思维的基础上往抽象领域之纵深又迈进了一步。

二、“厚”“平”与“日中”问题

“历物十事”第2条“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在思想内容上与《墨经》“厚,有所大也”一语直接

呼应④。《墨经》认为,凡客观之实物,必占据一定之空间,进一步讲,占据多大空间,即意味着有多大

体积。在几何学中,体积是一空间概念,如长方体的体积等于其长度、宽度以及高度之相乘,因此,只
要是客观之物,则其必然有体积之“厚”可言。显然,《墨经》言“厚,有所大也”乃基于常识与经验而

言。与《墨经》不同,惠施讲“无厚不可积也”乃是基于抽象之观念,用现代汉语表述之,即没有厚度的

只能是二维之平面,既然无厚度可言,便不可计算其体积,亦无法构成三维之空间,但没有厚度,长度

和宽度在平面上仍可无限延展。相较之下,可知惠施此条文字其实是深化了《墨经》关于物质与空间

的讨论。从“厚”到“无厚”,从经验到抽象,可见惠施对于《墨经》及其名辩学说的接续与推进。
“历物十事”第3条“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是对《墨经》“平,同高也”一语的回应与反驳⑤。《墨

经》论“平”更似科学,按照王讃源的解释,“距离水平面都是同样的高度”即谓之“平”⑥,此乃后期墨家

从工匠的劳动经验中归纳出的结论,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学理上皆具有一定的效力。惠施讲“天与地

卑,山与泽平”更似形而上学,其从概念的相对性出发,进而判定事物的属性也是相对的,这便抹杀了

天、地、山、泽的客观差别,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惠施此条文字具有一定的诡辩色彩。当然,“天与地

卑,山与泽平”这条文字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念在认识论层面亦有其积极之意义,不同于

《墨经》“平,同高也”的实证观念,惠施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人们转换思维提供了新的

可能。
“历物十事”第4条:“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前半句“日方中方睨”是对《墨经》“日中,正南

也”的反驳⑦,后半句“物方生方死”则与庄子《齐物论》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相系⑧。《墨经》所谓

“日中,正南也”是基于常识与经验维度得出的判断,正如孙诒让所释:“中国处赤道北,故日中为正

南。”⑨《淮南子·天文训》亦曰:“(日)至于昆吾,是谓正中。”�10也就是说,日至正南,即谓正中。而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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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论“日方中方睨”,其要义在于否定时间的断裂性而肯定时间的连续性,与“历物十事”前几条一样,
乃是就抽象之观念而言。“在惠施看来,时间并不是一段一段拼合起来的,而是不息不断的流动。中

和睨之间,不存在也不应该有界限。因而正当中午也就是正当倾斜,将要中午也正是将要倾斜。否

则,如果分得清清楚楚,中就是中,睨就是睨,那就势必要想象中和睨之间有一条界线,势必将承认时

间是一段段拼起来的。”①惠施之“日方中方睨”与“物方生方死”看似论证形式相近,但意旨可说有所

不同:“日方中方睨”是对《墨经》的回应,其义理中尚有探究物之理的科学思维与追问形而上的思辨

意味,可说具有名理之特征;“物方生方死”则与《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之说相关②,庄子认为万事万物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且是与非、生与死可

相互转化,惠施此说亦在于强调世间万物并无绝对之生死,在哲学上呈现出相对主义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惠施“历物十事”第4条“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是在探索时间性问题,则可说第8条

“连环可解也”是在探索空间性问题。正如庞朴所论:“一副连环,纵或天生地成,无隙可乘,也可说是

解开的,因为空间本是构成的。”③此条之重点不在于给出破解连环的具体方案,而在于指明连环终究

可解这一义理,这无异于将一“How”(如何做)的方法问题转化为“What”(是什么)的认识问题。惠

施此说大约也是受到《墨经》的直接影响,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后期墨家最早以名辩与理性的方式讨

论“环”“端”“体”“宇”等空间概念。

三、“同”“异”问题与“无穷”“有穷”问题

“历物十事”第5条:“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可谓惠施

“合同异”思想之集中体现。从思想史的角度讲,惠施关于“同异”问题的论证与《墨经》的逻辑命题、
论辩方法直接相关。关于惠施此条文字,唐代陆德明释曰:“同体异分,故曰小同异。死生祸福,寒暑

昼夜,动静变化,众辨莫同,异之至也。众异同于一物,同之至也,则万物之同异一矣。若坚白,无不

合,无不离也。若火含阴,水含阳,火中之阴异于水,水中之阳异于火。然则水异于水,火异于火。至

异异所同,至同同所异,故曰大同异。”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解读亦十分精妙:“怎么说‘万物毕

异’呢? 原来万物各有一个‘自相’,例如一个胎里生不出两个完全同样的弟兄;一根树上生不出两朵

完全一样的花;一朵花上找不出两个完全同样的花瓣;一个模子里铸不出两个完全同样的铜钱。这

便是万物的‘自相’”,“有自相所以‘万物毕异’。万物虽各有‘自相’,却又都有一些‘共相’。例如男

女虽有别,却同是人;人与禽兽虽有别,却同是动物;动物与植物虽有别,却同是生物,这便是万物的

‘共相’。有共相,故万物可说‘毕同’。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⑤。笔者认为,较之第1条,第5条

之内容其语言之逻辑更为清晰,观念之表述更为明确。若就整个“历物十事”的意旨而言,可说第1
条、第5条皆是就观念层面而言,皆导向“合同异”之思想立场,这也就意味着惠施的结论乃在于:从
具象看,万事万物皆不同,从本质讲,万事万物又皆同,换而言之,论具象乃基于现实与经验义,论本

质则指向抽象与形上义。
接下来,不妨回到《墨经》的文本当中,看看此前的后期墨家是如何讨论“同异”问题的,其在“同

异”问题上对惠施的影响何在。《小取》曰:“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⑥凡二物,必有相同之处,但只

要不是全同,便不可互相取代。《大取》举例说道:“长人之与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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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首之人也异,人之体非一貌者也,故异。”①这里主要讨论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在《墨经》看来,大同

之中往往蕴含着小异,大异之中也总是存在着小同。一物与他物再相异,也遮蔽不了二者之间存在

某种共性之普遍事实;一物与他物只要不全同,就必然隐含着某种差异性。《墨经》在《小取》中将其

总结为:“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②相较之下,就会发现:《墨
经》的“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与惠施的“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大同而与小同

异,此之谓小同异”在思想内涵上颇为相近。在冯契看来,“惠施强调‘大同异’,按共性说,万物都是

‘物’,故‘毕同’;按个性说,每一物各具特性,故‘毕异’。他揭示出事物同异关系的相对性,有其合理

因素”,但惠施的问题在于“他夸大了这种相对性,抹杀了事物的质的差别,将抽象的‘毕同’说成是实

在的一体,就混淆了‘类同’和‘体同’”③。
事实上,《墨经》早就从“名”(概念)的角度出发,对“同”做了“重同”“体同”“合同”“类同”之四种

区分。“重同”是甲、乙两个事物在结构上完全相同,例如“狗”“犬”之“二名一实”。“体同”指的是甲、
乙两个事物在组织结构上同属于高一级的丙,例如眼睛和鼻子,同属于人的五官系统。“合同”指向

空间性,比如天和地以看似上下对应的关系处于宇宙之中。“类同”则是指两个整体上不同之事物在

某一特征上具有相同性,例如“白马”和“白牛”共同具有“白”这一颜色属性。关于“同异”问题,《墨
经》还有更为高明之说法,这也是惠施及整个辩者群体所未曾注意到的。《墨子·经上》曰:“同,异而

俱于之一也。”又曰:“同异交得,放有无。”④《墨经》认为,“同”与“异”即事物之同一性与差异性常以彼

此交互之方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同,异而俱于之一”是说同与异作为对立之二性可转化亦可共

存,“同异交得”则是说同、异之交互乃推进事物发展之内在动力,此二说可谓蕴含辩证逻辑之色彩。
由于后来的兒说、田巴等稷下辩者以及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未能对“同异交得”思想做进一步论

析,先秦时代的辩证思维与辩证逻辑基本止步于此而未有新的发展。
“历物十事”第6条“南方无穷而有穷”所涉之“无穷”“有穷”概念,最早出自《墨经》。《墨子·经

上》曰:“穷,或有前,不容尺也。”⑤“有前”即“有端”。《墨子·经说上》释曰:“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

容尺,无穷也。”⑥《墨经》所论之“穷”与现代汉语所谓“穷尽”二者之意涵颇为接近,“有穷”即有限之空

间、区域,“无穷”即无限之空间、区域。《墨子·经下》又曰:“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⑦《墨子·经说

下》释曰:“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知,则可尽不可尽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

可知,而必之人可尽。不可尽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尽爱也,悖。人若不盈无穷,则人有穷也。尽有

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⑧惠施“南方无穷而有穷”之学说即源于此,针对此,孙诒

让亦认为“名家有持此义者”⑨。《墨经》所论“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一语,谭戒甫《墨辩发

微》解作:“盖南者无穷,人若不能充满,则人有穷也。”�10如果人没有充满南方,则人是有穷的;如果人

已充满南方,则说明南方是有穷的。《墨经》认为,地域与空间之大并不妨碍“兼爱”的推广与落实,原
因之一在于并非每一寸土地都有人居之,这即意味着人是可穷尽的,而人之“有穷”即意味着“兼爱”
之可能。在《墨经》看来,即便将人与地域之关系推向极致,即判定每一寸土地与每一处空间都有人

居之,此逻辑依旧成立,因为人充满整个空间,不仅表明空间之有穷,而且表明人之有穷,如此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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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之推广与落实亦成为可能。《墨经》还指出,地域与空间本质上是有穷大而非无穷大,譬如南

方之地虽远且广,然总有边陲与界线可言,此乃“兼爱”得以推广并落实的另一原因。可见,《墨经》最
初讨论的是“人”与“南方”即主体之人与客体之地域的关系,其内在之逻辑十分清晰。

再看惠施“南方无穷而有穷”这条内容,其内涵或有两层:其一,有北就有南,有方位就说明有两

极,有两极就表示有尽头,有尽头即有穷;其二,无论所处之空间是无限大还是有限大,该空间内的任

意一点总是在方位上居于除它以外任意一点的南方或北方,由于原点的选择是无穷的,所以原点的

南方也是无穷的。与《墨经》不同,在惠施这里,“人”的立场从话题之内转到了话题之外,其所讨论的

空间对象已非地域意义上的“无穷而有穷”之南方,而是观念意义上的“无穷而有穷”之南方。“历物

十事”
 

第7条“今日适越而昔来”与第9条“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可谓“南方无穷而有

穷”这一观念的延伸与化用,此三者在思想内容上乃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区物一体”与“万物一体”问题

“历物十事”第10条:“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胡适判定“前九条是九种辩证,后一条是全篇的

断案”①,换而言之,其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为惠施“历物十事”之归旨。钱穆亦言“历物要旨,在明

天地一体,以树泛爱之义”②,与此同时,其又认为“主兼爱,因及非攻寝兵,墨、惠之所同”③。显然在

钱穆看来,惠施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在价值诉求上受到墨家“兼爱”思想之影响。在笔者看来,
此条文字作为“历物十事”的最后一条,在思想观念上具有总结性、收束性与部分超越性,这是可以确

信的,但在何种意义上与墨子的“兼爱”思想趋同,则是值得商榷的。对于钱穆的说法,杨俊光就曾有

过质疑,其认为“‘泛爱万物’就是普遍地爱好万物即对万物的研究有广泛兴趣的意思,根本不是什么

墨子的‘兼爱’甚至‘极端的兼爱’,不是惠施的人生观或伦理思想,而只是一种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思

想。其宇宙观的根据,就是‘万物毕异’。因为万物各有自性,相互不可替代,都为不可或缺,所以才

须‘泛爱’”④。客观而论,若孤立地看待“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条文字,或许会得出惠施之“泛爱”
与墨家之“兼爱”在价值追求上相一致的结论,而若纵观整个“历物十事”,就会发现此条同前9条一

样,依然受到《墨经》的直接影响,因而具有极强的逻辑内涵。
惠施“天地一体”与《墨经》“区物一体”意义相关。《墨子·经下》曰:“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惟

是。”⑤“俱一”乃指每一孤立的部分,“惟是”则指合一的整体,而“区物一体”旨在将各个孤立之部分统

合为一个整体。《墨子·经说下》释曰:“俱一,若牛马、四足。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
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⑥此处《墨经》举了两例,一例为“数牛马”,一例为“数指”。
“牛”“马”合在一起,即构成“牛马”之集合,或曰由牛、马两种动物所构成的集合,该集合里有牛,有
马,但没有除牛、马之外的第三种动物。就数而言,一牛、一马总数为二,然作为集合的“牛马”,其数

却为一。又如“数指”,手有五指,可说总数为五,然五指之合的“指五”乃一集合概念,故其数为一。
相较而言,《墨经》以“类”为原则进行逻辑组合,多个元素可统合为一个整体,一个整体亦可分解为多

个元素,可说其观念路径是双向的;惠施以“天地一体”为归旨,即意味着其观念路径是单向的,是由

杂多到统一、由元素到集合、由特殊到普遍、由个体到整体。这便表明:惠施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
作为“历物十事”之收束,仍受《墨经》及其名辩概念、论辩方法的直接影响,而与墨子本人“兼爱”思想

及其价值诉求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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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通过上文的命题比较与文本分析,基本可以证明《墨经》乃是惠施名辩之学的主要来源。在时空

问题上,《墨经》主张无限小之“端”与无限大之“宇”,强调物之实体性,总体上是一种近于实证与科学

的思维;而惠施所谓“大一”与“无穷”,总体上是一种超验的、抽象的思维,强调“一个连续不断的、无
限可分的、经常变化的时间和空间”①。在“同异”问题上,《墨经》最先系统地讨论同、异关系,之后惠

施又从自身之立场出发对同、异关系加以展开并予以论证。不同之处在于,《墨经》力求实现学说与

实践的具体统一,而惠施的“合同异”旨在追求某种形而上层面的抽象同一。墨家关于同异问题的论

述被惠施加以拓展并提炼出“大同异”“小同异”的哲学观念,但惠施在揭示事物同、异之相对性时又

过分夸大了这一相对性,从而遮蔽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正如沈有鼎所言,“认为一切差异都可以看

成是等同的,因此也就成为相对主义的诡辩家了”②。由此可见,要想客观、准确地理解惠施“历物十

事”,明晰《墨经》对惠施及其名辩之学的直接影响可谓至关重要。
墨家自墨子开始,就善于从实践中积累知识,从论辩中总结技巧,到了后期墨家那里,日常的知

识、经验、技术被进一步地整合、归纳、提炼,从而产生了以逻辑学与论辩术为基础的《墨经》体系。庞

朴指出:“《墨经》上下篇,近二百条,虽说包含有多种自然科学以及伦理学、逻辑学和哲学的问题,但
其基本内容,仍然是明确的。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部以特有形式研究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书。所谓‘特
有形式’,是指它以简单定义和略加例解的办法,来辩说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一条与一条之间,似
乎没有太多的联系;而通观全书,它却有一个中心,那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用当时的话来

说,就是名辩问题。”③《庄子·天下篇》载曰: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

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

世,至今不决。④

可见,后期墨家内部早就针对“坚白同异”等逻辑辩题进行了深入且激烈之讨论。由“俱诵《墨经》,而
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一句,亦可知关于《墨经》之思想解读与义理阐发在苦获、已齿、邓陵子时期已呈

现出巨大之分歧。此情形载于《庄子·天下篇》,这既表明《墨经》从产生到流传、从形成到演绎已然

在墨家内部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又表明《墨经》早在庄子后学作《天下篇》之前已然成为诸子后学

论述之焦点。显然,《墨经》之产生与形成早于相里勤、邓陵子等所谓“墨离为三”之时代,也早于庄子

后学之时代,加之《墨经》作为墨家逻辑、论辩思想之集结收录于《墨子》一书,便知《墨经》之成书或在

战国早期,或不晚于战国中期。这也就意味着《墨经》作为先秦名辩学之开端以及战国中后期名辩思

潮之源头,或早于兒说、田巴等稷下辩者以及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换言之,《墨经》之内容或不晚

于“辩者二十一事”“历物十事”与《公孙龙子》。
再者,《墨经》之命题多为正面的经验归纳与逻辑推论,而稷下辩者以及惠施、公孙龙之辩题多以

反题的形式呈现。就思想产生与演变的一般规律而言,正题在前而反题在后,这亦印证了笔者的判

断:《墨经》在前而稷下辩者与名家辩者在后。在名辩思潮的背景下,稷下辩者、名家辩者一方面化用

《墨经》的论辩方法参与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又对《墨经》的学说体系发起挑战,对其名辩概念、逻辑命

题予以回应或反驳。笔者仍以《墨经》、惠施为例,对此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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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 惠施

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

宇或徙,说在长宇久。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平,同高也。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厚,有所大也。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日中,正南也。 日方中方睨。

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 南方无穷而有穷。

区物一体。 天地一体。

本文从思想史之视域出发、通过文本细读之方式考察《墨经》对惠施之学的影响即充分验证了这

一点。笔者认为,“惠施及其‘相与乐之’的战国中期一大批辩者,以其众多的命题将名辩思潮推向高

峰”①,其思想之原动力即在于《墨经》及其思想学说。对比《墨经》文本与“历物十事”,可知惠施所论

之“同异”“大小”“高低”以及“有穷”“无穷”等名辩概念、逻辑命题,是对《墨经》的接续或推进、回应或

反驳,与此同时,惠施在学术争鸣过程中所采用的论辩方法亦直接得益于《墨经》。如果说基于“庄惠

之辩”的维度来考察惠施等名家辩者可谓当代诸子学研究之常规方案,那么,透过《墨经》与名辩思潮

的视域去诠释惠施“历物十事”及其名辩之学便是一条新开的思想小路,虽然它暂时幽暗未明,但可

以确信的是,只要沿着文本和历史所提供的思想线索一路穿行下去,先秦的论辩之术与逻辑之学必

将以更为生动而清晰的面貌呈现于人们眼前。

[责任编辑 邹晓东]

431 文史哲·2025年第1期

① 周山:《汉书一锤难定音———近现代关于“名家”的争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4期,第59页。



Confucianism
 

with
 

the
 

basic
 

standpoint
 

being
 

compatible
 

with
 

Zhu
 

Xi,
 

Lu
 

Jiuyuan,
 

and
 

Wang
 

Yangming
 

while
 

giving
 

priority
 

to
 

Zhu
 

Xi.
 

He
 

clearly
 

affirmed
 

Neo-Confucianism,
 

yet
 

he
 

put
 

himself
 

neither
 

in
 

the
 

School
 

of
 

Cheng-Zhu
 

nor
 

in
 

the
 

School
 

of
 

Lu-Wang,
 

but
 

approved
 

and
 

criticized
 

the
 

both.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g
 

Wentong's
 

thought
 

o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e
 

on
 

self-cultivation
 

with
 

him
 

personally
 

after
 

1949,
 

it
 

can
 

be
 

said
 

that
 

Neo-Confucianism
 

was
 

almost
 

an
 

internal
 

belief
 

for
 

Meng
 

in
 

his
 

later
 

life.
 

He
 

continually
 

wrote
 

diaries
 

on
 

Neo-Confucianism
 

for
 

years
 

but
 

never
 

published
 

them,
 

and
 

Neo-Confucianism
 

became
 

his
 

spiritual
 

sustenance.
 

At
 

this
 

point,
 

he
 

seemed
 

to
 

coincide
 

with
 

Neo-Confucianist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The
 

Mohist
 

Canon
 

and
 

Huishi's
 

“Ten
 

Propositions
 

of
 

Matters” Tian
 

Baoxiang
 Previous

 

studies
 

of
 

Hushi's
 

logical
 

method
 

and
 

polemics
 

mainly
 

focus
 

on
 

his
 

debate
 

with
 

Zhuangzi.
 

Yet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a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t
 

can
 

be
 

seen
 

that
 

Huishi's
 

theory
 

received
 

more
 

influence
 

from
 

the
 

Mohist
 

Cannon.
 

On
 

the
 

one
 

hand,
 

the
 

concepts
 

and
 

themes
 

discussed
 

in
 

his
 

“ten
 

propositions
 

of
 

matters”
 

such
 

a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izes,
 

heights,
 

existence,
 

and
 

infinity,
 

were
 

responses
 

or
 

refutations
 

to
 

the
 

Mohist
 

Canon
 

and
 

later
 

Mohist
 

schools.
 

On
 

the
 

other
 

hand,
 

his
 

theoretical
 

methods
 

were
 

also
 

inspired
 

by
 

the
 

Mohist
 

Canon
 

and
 

later
 

Mohism.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
 

approach
 

concerning
 

“debate
 

between
 

Zhuangzi
 

and
 

Huishi”,
 

taking
 

the
 

Mohist
 

Cannon
 

into
 

consideration
 

will
 

be
 

more
 

beneficial
 

for
 

clarifying
 

the
 

outlook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logical
 

method
 

and
 

polemics
 

in
 

the
 

pre-Qin
 

times.

The
 

Studies
 

of
 

Mohist
 

Ethical
 

Thought
 

in
 

the
 

Past
 

Century: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Debate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ivine
 

Command
 

Theory” Nie
 

Tao
 Aft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elements”
 

were
 

established
 

and
 

used
 

by
 

scholars
 

as
 

Liang
 

Qichao
 

and
 

Hu
 

Shi,
 

the
 

concepts
 

of
 

“Benefit”
 

and
 

“Heaven”
 

in
 

Mozi
 

have
 

gradually
 

showed
 

the
 

interplay
 

and
 

ten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is
 

has
 

attracted
 

Christians
 

who
 

focused
 

on
 

both
 

Christianism
 

and
 

Moh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drew
 

attentions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hold
 

the
 

view
 

of
 

“utilitarianism”,
 

and
 

further
 

this
 

started
 

a
 

long-term
 

debate
 

between
 

those
 

who
 

interpreted
 

Mohist
 

thoughts
 

from
 

the
 

point
 

of
 

“utilitarianism”
 

and
 

“divine
 

command
 

theory”.
 

The
 

studies
 

of
 

Mohist
 

ethical
 

though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coexistence,
 

evolution,
 

and
 

debate,
 

in
 

which
 

the
 

point
 

of
 

“utilitarianism”
 

and
 

“divine
 

command
 

theory”
 

is
 

taken
 

by
 

an
 

established
 

paradigm
 

at
 

first,
 

and
 

then
 

the
 

textual
 

background
 

and
 

meanings
 

of
 

Mozi
 

are
 

attached
 

importance
 

so
 

as
 

to
 

reach
 

self-
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in
 

Sinologists'
 

researches,
 

and
 

finally
 

touches
 

the
 

boundary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el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Mohism.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for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Mohism,
 

it
 

is
 

not
 

proper
 

to
 

let
 

Western
 

theories
 

take
 

the
 

hegemony,
 

or
 

to
 

simply
 

advocate
 

the
 

return
 

to
 

Confucian
 

classics
 

or
 

textual
 

researches
 

and
 

proofreading.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research
 

method
 

of
 

mutual-learnings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inherent
 

logic
 

and
 

features
 

of
 

Mohist
 

thoughts.

The
 

Writing
 

Posi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China
 

in
 

Convulsion:
 Arthur

 

H.
 

Smith
 

and
 

the
 

Gengzi
 

Incident Guo
 

Daoping
 Arthur

 

H.
 

Smith
 

experienced,
 

participated
 

in
 

and
 

recorded
 

the
 

Gengzi
 

Incident.
 

China
 

in
 

Convulsion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on
 

the
 

Boxer
 

Movement.
 

As
 

an
 

early
 

result
 

of
 

the
 

studies
 

on
 

the
 

Boxers,
 

it
 

provides
 

a
 

way
 

of
 

social-historical
 

analysis
 

on
 

the
 

origin
 

research,
 

which
 

is
 

in
 

contrast
 

to
 

Lao
 

Naixuan's
 

famous
 

book
 

in
 

1899,
 

and
 

enlightens
 

the
 

idea
 

that
 

emphasizes
 

the
 

role
 

of
 

local
 

militia
 

on
 

the
 

same
 

topic.
 

A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siege
 

in
 

Beijing
 

and
 

a
 

comprehensive
 

writing
 

of
 

the
 

Gengzi
 

Incident,
 

it
 

is
 

also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American
 

China
 

studies
 

during
 

that
 

time.
 

Besides,
 

China
 

in
 

Convulsion
 

reveals
 

some
 

clues
 

of
 

changes
 

in
 

the
 

feelings
 

and
 

views
 

of
 

the
 

author.
 

Smith
 

shows
 

a
 

kind
 

of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in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resista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is
 

belief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also
 

wavered.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Smith's
 

criticism
 

of
 

imperialism.
 

In
 

the
 

whole
 

picture
 

of
 

Smith's
 

Chinese
 

writing,
 

China
 

in
 

Convulsion
 

should
 

b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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